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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问题与“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新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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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化运动初期傅斯年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以开阔的视野、刚烈的性情投身新文化运动。他以青

年学生的身份，在批判周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志业的基础上提倡新文学、新文化，筹办并主编该时期的《新

潮》杂志，积极推进新文学的传播，促进了新文学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及社会民众中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与实践

层面上，傅斯年对该时期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探索，既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新文学观，也体现了其新文学领导者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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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至 1919 年傅斯年在北大求学，这几年恰

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新旧文化思潮

的文化张力波及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深刻

影响了该时期社会文明人士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识与

重新界定。在这个场域内，傅斯年以“叛道”的“出

格”言论为新文学“立言”。《新潮》创刊伊始，他更

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

新文化战线的前沿。“五四”时期的傅斯年既秉承了中

国文人传统的儒家教旨，又体现了一种瞩目科学观念、

旨在文化再造的创造精神，这一点在当下的学术研究

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傅斯年的

众多关于新文学建设的言论、新文学建设的实践与他

该阶段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以及青年学生的志业的认识

存在密切关联。本文立足于此，在对其新文学言论进

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傅斯年该阶段对青年学生

的思想状况以及志业的观察与思考，分析该阶段傅斯

年的新文学观及其对新文学建构所起的作用。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对青年 
思想及青年志业的批评 

 

通过新文学，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继而建

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 

此外，通过新文学的建设来锻造新的国语，同时发现

并奠定“人的文学”的理念，实现国人的思想启蒙，

培养现代国家的公民，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种现

代化设想。傅斯年对青年社会命运的体认汇集了当时

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其在北大求学期

间，结合对当时社会青年命运的分析而发表的系列文

章已经形成了自己较强的批判倾向，并有了较为主动

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批判倾向、主动的社会责任意

识是傅斯年形成该阶段新文学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  

内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具有这样的文化

启蒙、文化担当意识，青年的教育在当时是一个很突

出的问题。在《新潮》杂志上刊载的《〈新潮〉发刊旨

趣书》中，傅斯年对中国青年的问题有明确的论述，

“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

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

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

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1]，因

此，“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

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

之于众”[2]。他预想的目标是：“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

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 
                                  

收稿日期：2019−03−26；修回日期：2020−01−19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等国文教材新文学选篇整理与知识生产研究(1920—1949) ”(16BZW137) 

作者简介：刘绪才(1978—)，男，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新文学教育，联系邮

箱：liuyu78244@163.com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2 期 

 

160

 

 
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

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

之人格。”[1]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当时的青年何以成为

“最危险者”呢？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青年

所处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的社会环境。

于此社会之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也有深

刻分析，“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

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

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

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浸假而为陈腐

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浸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

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

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

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  

得”[2]。正因如此，在许寿裳的回忆中鲁迅才开始“办

杂志、译小说”[3]。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编辑出版

《新潮》杂志也正是受了当时这种思想的影响。可以

说，傅斯年的新文学建设理论正是植根于文化启蒙的

精神，关注青年学生，行思想改造之功，造就“未来

社会之人”以及“战胜社会之人格”。 

关注青年学生的志业，着眼学生人生观的启蒙，

建设社会的新信条，这是傅斯年在该阶段重要的社会

责任体认。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傅斯年对

当时青年学生的认识非常深刻。他在《朝鲜独立运动

中之新教训》一文中说：“回想中国真个可叹，一般没

有自觉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有自觉的，也还是心气

薄弱的很。口里谈安那其主义，手上带着金戒指，笔

下发挥意志磨练人格独立的文章，身子却常常和权势

接近。一般高级学校的学生，更是拼着命学官僚学政

客。现在的学生如此，将来的社会可知。所以，我现

在不恨官僚，而恨学生，不恨迷顽可怜的老朽，而恨

口是心非的新人物。”[4]追逐名与利、缺乏改造社会的

心气与自觉性，这是傅斯年看到的当时青年学生的通

病，尤其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新人物”学生。他在《社

会——群众》一文中认为这种青年学生挥霍时间、虚

度光阴，主要是因为缺乏自动的组织与有精神的生  

活[5]。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文中，他说：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

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

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

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

“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

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

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

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

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

浅薄的手段。[6] 

这种无精神的生活造就的空虚与心气的薄弱，造

成了内外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因此，在傅斯年看

来，解决此类问题，唯有“主义”方可。他说：“现在

世界上进步的事业，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

用真聪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6]因

此，傅斯年在《社会的信条》中才说：“ 剪话截说，

我们总要做人，不要‘戕贼杞柳而成的棓棬’；总要从

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

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

条。”[7]陈独秀对此更是提出了“解放”的主张。在陈

独秀看来，“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

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2](2)。在傅斯年的理念中，这种

“解放”主张就是要求青年人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就必须要立足于人的观念，遵从发自内心的判断，自

然的性质，必须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建设合理性的

新信条，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把陈独秀等人倡

导的青年解放、青年启蒙进一步具体化，将口号式的

言论变为现实的青年问题批评。而在更深层次上，他

的这种具体化、现实化的主张更有文化的现实意义。

方旭红在《五四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之反思》一文

中认为五四新文化派通过启蒙理性，打碎了封建礼教

的精神枷锁，使人重新认识了人性、人的价值和外在

世界，继而获得了自由、平等的人格尊严和权力，肯

定了追求世俗生活的正当性[8]。正是在这种发现人的

价值和外在世界、肯定世俗生活正当性的基础上，依

托语言的现代化，着眼人的发现、人的建构的新文学

才成为傅斯年进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正是在分析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现状及志业的基

础上，傅斯年的新文学、新文化建设理路才在承续胡

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新文化

主张的过程中具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性，以文学改造思

想，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青年问题，这使得其新文

化建设的思想具有了时代的高度。 

 

二、关注青年教育的新文学思考 

 

在分析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志业的基础上，傅

斯年通过自己的文章以及编辑出版《新潮》杂志对新

文学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促进了新文学的发

展。因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才说：“傅斯年

在 1918 和 1919 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学生



文学研究                                 刘绪才：青年问题与“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新文学观 

 

161 

 

中的发展。”[9]这些文章包括：1918 年的《文学革新申

义》《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1919 年的《〈新

潮〉发刊旨趣书》《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怎

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 

傅斯年的文学主张立足于“科学”观念，与胡适

的文学进化论观念趋同。1918 年，傅斯年作《文学革

新申义》一文为师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

秀的《文学革命论》摇旗呐喊。这篇文章的写作视野

很开阔，傅斯年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认为“文学特精

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 必为复数)。它若政治、社会、

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

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

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

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

等同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

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易言之，即政治、社会、

风俗、学术等之性质皆为可变者，文学亦应为可变  

者”[10]。傅斯年的文学概念同于胡适。胡适在《文学

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

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

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

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1]认同文学的进化观

念，奠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文学思想的基石。 

需注意的是，胡适论述自己的文学进化论是从文

体的时代变化角度入手的，而傅斯年则从文学与群类

精神的其他方面——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

的关联入手。在傅斯年的著作中，他注意到文学与政

治制度、社会思潮、学术演变等其他领域变革的交互

关系，把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分析其发展

演变。在论及新文学发生这一点上，傅斯年的论述视

野较胡适来说更为客观、通透。对胡适关于白话的新

文学的设计，罗志田在《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中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认为胡适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

文学史、西方文学史，在方法论上是“有意识地”“独

辟蹊径”，胡适采用“竖断”(胡适认为一千多年的白

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将以前的文学放

置于边缘的位置)和“横断”(在正统文学史上真正能

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不在古文传统史里，而在那

些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的方式将“古文传统史”划

出去，继而将历代的边缘文学(事实上是白话的文学)

串起来作为正统[12]。罗志田的分析带有很明显的技术

分析痕迹。事实上，在胡适的想象中，这样塑造白话

文学史是刻意地为白话新文学的出现营造一种“前

喻”，甚至无视正统的传统文学的演变历史。胡适甚至

将文学发展的历史简化为“文字形式(文字)新陈代谢

的历史”，这就是典型的文学形式论了。至于傅斯年，

他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从中夏及至后

来的千余年间的文学，一个基本  的发展规律就是“受

古者大开风流，循古者每况愈  下”[10](62)。傅斯年对

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并未如胡适那般采用概念先行、

近取我用的策略，而是以考据为主，兼顾文学发展的

事实，从历时的角度指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认为胡

适的这种策略是因为其在美留学七年受了民主洗礼后

导致的“理智层面”上的大变化的结果，即“至少在

理智的层面上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

百姓的心理”，而这种改变的意图就是试图将士大夫的

“我们”与老百姓的“他们”结合成“全国人民”[13]。

相对于胡适，傅斯年可以说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

客观地考察，谨慎地断意，较为全面地厘清了古典文

学与白话的新文学之间的关联。与胡适相比，傅斯年

亦体现出对两端的知识力量进行聚合的社会学意义上

的考量，体现在文学主张上，即将社会改良作为新文

化运动的价值终端。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胡适文章的

普适性不同，傅斯年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学

理性，他是把青年学生作为潜意识中的读者、说教的

对象的。他从学术的角度，以客观的分析、中正的立

论，回避了胡适这种人为的社会学层面的文学价值建

构，而以学术厘定、历史分析为特点，强调学术的论

证性，放弃了胡适式的“主题先行”。虽同为新文学的

顶层设计，但是在学术性上傅斯年的理路要更为纯粹，

其后来转向学术救国的路向，这一点在此已见端倪。 

着眼于文化启蒙功能的文学观，傅斯年主张充分

发挥文学对人生尤其是青年的人生的启蒙功能。众所

周知，“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启蒙，就是以一

种个人的本位主义易封建的家族本位主义，实现伦理

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目标。傅斯年

认为新文学的伟大精神就是在于篇篇有明确的思想，

句句有明确的意蕴，字字有明确的概念。他认为补救

当时的文学必须要人与山离、人与人遇，要表现人情

事理的普通生活。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一文中，傅斯年对中国文学界存在的“偈咒文学”进

行了批判。他说：“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

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

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

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14]由此可见，他

固然重视新文学语言的变革，但更注重新文学反映的

内容。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具备“逻辑”“哲学”

“美术”三方面的特征。“逻辑”的白话文就是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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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条理、逻辑的次序，能够表现科学思想；“哲学”

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富、结构极密，能够容纳最精思

想；“美术”的白话文就是指运用匠心，善于表现“人

人情感”。这里的科学思想、最精思想、人人情感就是

其呼吁的新文学应该表现的事功化，这三个方面的论

述实际上也就是他所预想的新文学达到文事相用的途

径。在他看来，“文学是改造思想的利器”，只有与社

会生活息息相通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必须与

社会人事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塑造“未来社会之人”

的目标。 

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其后一

段时间内观念的形成是缺乏系统的，他的一些思想不

是原创性的，而是师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

等人。可是他也敏锐地指出，与上述人士相比，傅斯

年呼吁对社会、文化、文学的认识要有一个根本性的

转变，包括摒弃文人文化[15]。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中频

繁地强调人性的概念，他认为人性中最重要的就是人

最基本的情感和意绪，而非圣人的声音，因此他强调

个性的作用。傅斯年在《万恶之原(一)》中说，善来

源于个性，个性发展，善才可以随着发展，而中国的

家庭就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他对青年学生说：“我

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

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

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

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

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16]此外，他从青年学

生荒废时间，难以投身营造有序的社会秩序出发，认

为文学与社会是休戚相关的，文学应与社会人事密切

相关，而对其相反的一面则应大加痛斥。他以中国美

术和文学为例，对脱离社会人事的艺术观念进行了批

判。他认为：“中国美术和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

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

尤富超尘之观。中国自制乐器，若琴、瑟之类，所谱

者皆所谓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属，远与人事不相及。

绘画中山水最多最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

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

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

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17]

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中，他从中国戏剧和中国

社会相用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立论，认为新戏应该是

“批评社会的戏剧，不是专形容社会的戏剧；是主观

为意思、客观为文笔的戏剧，不是纯粹客观的戏剧”
[18]。傅斯年对中国戏剧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认为“中

国戏剧里的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所以受

中国戏剧感化的中国社会，也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

的”[18]，因此，中国的戏剧应该进行改良。为此，他

提出了“过渡戏”的概念，而 “过渡戏”在当时的形

势下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也只是个“过得的桥罢了”。即

使这样，他提出的“过渡戏”也应该在思想上、情节

上有别于旧戏剧，要破除旧套。鲁迅曾指出《新潮》

刊载的诗歌有单调之嫌，其中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

少。傅斯年回信说：“先生对于我们的诗的意见很对。

我们的诗实在犯单调的毛病。要是别种单调，也还罢

了，偏偏这单调是离开人生的纯粹描写。我很后悔我

的诗不该发表。”[19]可见，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文学

与人事的相用”是其出发点[19]。 

新文学语言工具上的“文言合一”观。傅斯年认

为新文学“表以文字”应以“文言合一”为佳。在语

言形式方面，他对新文学发展的构想是以白话为本，

文言为辅。对于他的这种白话文学观的形成背景，他

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的评论：“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

中，文言文写的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

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

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

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20]事实上，也只有傅

斯年这样知识背景的人出面讲解新文学创作的路径，

对青年学生来讲才具有可信性。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概念是傅斯年当时的文章

中时常提及的。在他的文章中，他时常发表中国并无

“有机体的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不过是

群众罢了[5](345)。在这种观念下，他认为中国青年学生

的生活也是群众的，而不是社会的，因此他主张建立

社会内的秩序，而建造这种社会内的秩序，需要的就

是白话的新文学，借助“国语的文学”来锻造“文学

的国语”，实现现代国家这一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1918 年傅斯年作《文言合一草议》一文，旨在就

当时文学工具变革领域的“废文”做理性的一辩。五

四伊始，“文白之争”是文化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以胡

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五四”文人以决绝的姿

态宣扬废除文言，独尊白话，声势浩然，影响巨大。

然而，以公允的眼光衡量当时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

进的白话文学论调，亦存在偏颇、武断之处。《文言合

一草议》是傅斯年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创作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认为新文学所用的白话“非既以

当今市语为已足，不加修饰，率尔用之也”，“白话经

二千年之退化，虽行于当世，恰和人情，要不可谓所

蓄非贫。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言所特有者，补苴罅漏，

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正其名实，与其

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惬    

允”[21]。与胡适不同，傅斯年主张变“废文词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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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言合一”，即以白话为本，以文言所特有的语词

弥补白话的语词缺陷。他的这种言论既注意到新文学

语言工具必以白话为主体的革新之势，又考虑到文言

的特长。除此之外，他还就“文言合一”的途径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代名词全用白话；介词谓词全用白话；

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一切名静动状，

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者，即用白话；文词

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

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等。 

除却对文、白语言的理性分析之外，傅斯年还很

关注欧化的语言。傅斯年很推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这篇文章，他甚至认为人化就是欧化，欧化就是人    

化[22]。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傅斯年以作无韵

文为例提出了做白话文的两条路径：其一是留心说话，

其二是直用西洋的词法。直用西洋的词法在傅斯年看

来是对留心说话的一种有力的补充。要想做成超越说

话的白话文，做出有创造精神和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

文，傅斯年认为必须还要有一个高等的凭借物，“就是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

(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

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22]。

他的建议现在看来有太多的偏颇之处，如“欧化国语”

的提法本身就存在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的傅斯年能够提出上述发展

新文学的途径，虽说有些地方失之公允，但却体现了

他对新文学的极大热情。 

以上三个方面的文学思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傅斯年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虽不

乏偏颇与乏善可陈之处，但是他对新文学的清醒认识

与思考之深亦非一般人能比。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状

况，以青年学生作为文化启蒙的对象，使得他的新文

学言论较之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顶层设计更具

有可操作性，拉近了新文学与青年学生的心理距离，

从而促进了新文学观念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三、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李小峰在回忆《新潮》杂志时说：“《新潮》出版

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

建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它在《新青年》的

影响下产生，同时又积极参加了《新青年》的反封建

的斗争。在读者的印象方面，留下了《新潮》和《新

青年》都以青年为对象；但也有些分工：《新青年》的

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

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新潮》发刊的主旨，第一是

想把中等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

来。”[23]傅斯年等《新潮》杂志的编者从对章太炎学

术的批判到趋从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主张，并为之

摇旗呐喊，他们在这个历程中绘就了自己在新文学史

上的“青春者的画像”。而这种“青春者的画像”正是

当时青年学生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以小青年和中学生

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新文学站台，傅斯年为新

文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着眼青年启蒙，傅斯年提出“夜猫”论，为启蒙

发声，为新文学明确了价值立场与文化指向。与鲁迅

“铁屋子”说的文化指向相同，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

运动中着眼于青年启蒙，并提出了“夜猫”论。1919

年 5 月，傅斯年在回复鲁迅的信中说道：“先生想闹出

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

了。平心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

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

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

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

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

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

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

就好了。”[19]傅斯年的“夜猫”论形象地展现了《新

潮》同人的文化启蒙立场。作为青年学生，在傅斯年

描述的这样一个寂寞的社会中，以“夜猫”自喻，在

暗夜中发声，解解暗夜的寂寞，承担起文化启蒙的社

会责任，这与鲁迅的“铁屋子”说有相同的文化建设

指向。 

以《新潮》杂志为平台，强化新文化、新文学的

选编立场，促进新文学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罗

家伦在回忆傅斯年的《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谈及《新

潮》的影响时曾这样说道：“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

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

一点。《新潮》的第 1 卷第 1 期，复印到三版，销到

1.3 万册，以后也常在 1.5 万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

浩大。”[24]按照他的回忆，《新潮》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与傅斯年密不可分。他很谦逊地写道： 

《新潮》能有这种成就，得力于孟真为最多。当

时孟真和我虽然一道从事编辑的工作，可是孟真实为

主编，尤其是开始的几期。孟真把握新文化运动的主

张很坚定，绝不妥协，而选择文章的标准又很严。他

批评的眼光很锐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许多投来的

稿，我们不问是教员或同学写的，如果还有可取，就

老实不客气地加以删改。我虽然同他一道做删改文章

刀斧手，然而看见他这样严格的标准，使我对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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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

从这方面来说，我深得孟真的益处。益友之所以对友

能益，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

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

警惕在心。[24] 

从这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在编辑出版面向青年

学生的文化启蒙读物《新潮》时，傅斯年俨然把自己

当作杂志的把关者，用自己的文学眼光、文学旨趣和

文学体验，将《新潮》办成了可与《新青年》一较高

下的高水准杂志。正是因为他既编辑杂志，又自己动

手写文章，胡适才认定“他的早年思想是前进的。他

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

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24]。 

傅斯年除了做新文学建设的设计者，他还以建设

现代国家为志业，在文化、文学等方面对青年行文化

说教之功，俨然是青年人的文化导师。毛子水曾指出

傅斯年的一大特质：“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同学中我最

佩服的，是傅孟真。我从和他谈话里，知道他在没有

进北大预科以前，对于‘国学’，已有很好的根柢了，

我这所谓根柢，并不是世俗常以称早慧的‘读毕十三

经’或‘下笔千言’那些话的意思，而是在我起初和

他闲谈时，从他谈话中，知道他对于治‘国学’，非特

能够利用乾嘉以后的学者所得的成果，且时有很合理

的新观念。”[26]这段回忆文字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

息，即傅斯年具有很好的古文功底，这种古文功底相

较于新文学、新文化的其他倡导者来说，体现了傅斯

年卓然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其说教的可信性，尤其是在

北京大学。这种身份在傅斯年《致新潮社同学读者诸

君》《顾诚吾致傅斯年、傅斯年附识》《余裴山致傅斯

年，傅斯年答余裴山》《史志元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史

志元》等通信中可见端倪。何以如此呢？在王汎森看

来，这种身份的获得得益于傅斯年从日本丸善书店得

到的那些西方书籍对其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事实上，

在新文化的浪潮中，以胡适等人的影响为推手，以《新

潮》《新青年》杂志为平台，以他的一系列文章为工具，

傅斯年逐渐形成了他者眼中这种潜在的文化导师的言

说印象。王汎森说：“在这些新式武器的武装下，傅斯

年和他的社团或感到，同那些不能读英文的教授相比，

他们的立足点不是更高也至少相等。”[15]这种分析稍

显简单，事实上，依靠西方书籍仅仅是傅斯年新文化

启蒙的起点之一，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

作人等人对他的影响，再加上傅斯年自身的古文经验，

以及他的这种潜在的新文化言说欲望，成就了他与众

不同的新文化启蒙者、新文学领导者的身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傅斯年紧随时代的

文化变动，着眼于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代际生产，

结合现实中青年学生的社会表现与志业选择，切入新

文化的启蒙命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以青年学生

身份，在批判周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志业的基础

上，提倡新文学、新文化，筹办并主编该时期的《新

潮》杂志，在新文化、新文学建设中突破已有的命题

范围，发出自己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声音，夯实了新文

学建设的理论基础，提升了新文学批评的理论水准，

积极推进了新文学的传播。在新文学影响生产的意义

上，傅斯年以学生、青年导师的双重身份扩大了新文

学在社会青年尤其是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中的影响，

并在这个过程中既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新文学观，也体

现了其新文学领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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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ssues and Fu Sinian's new literary viewpoint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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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u Sinian followed the leader of the Movement and took an 

active part in it with an open vision and a strong temperament. He started as a young student and advocated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his criticism at the ideological status and career of young students around. He 

organized and edited New Trends magazine during this period, actively pushed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promoted the influence of new literature among students in the middle school and above as well as social public.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Fu Sinian explor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terature of the new age, hence forming his unique 

literary viewpoint and displaying his role as a leader of the new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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